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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中的茅盾 

王泉根
1
 

(陕西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西安 710062) 

【摘 要】:茅盾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与巨匠,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与卓越的创建者。考察百年

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可以发现茅盾在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历史节点都曾作出过独特且有重大影响的工作与贡献。

这是茅盾研究不应被忽视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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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郭茅、巴老曹”，茅盾(1896—1981)在百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巨大贡献，经过历史的洗礼，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实际上，茅盾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与巨匠，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与卓越的创建者，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发

展的重要历史节点，他以其“本性酷爱童话”的赤子之心与卓越的创作成就以及敏锐犀利的批评家眼光，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出

了独特且有重大影响的工作与贡献。由于研究界多将兴趣投注于茅盾在现代文学的作为，因而对茅盾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工作留

下了研究空间。本文选取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四个历史节点，试就茅盾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工作与成就,作一梳理与探讨。 

一、20 世纪 20 年代:作为文学研究会干将与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茅盾 

20世纪 20年代初是文学研究会的全盛时期，青年茅盾(沈雁冰)是发起人与干将，同时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位资深编辑，

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上最早从事童话创作的拓荒者之一。 

1916年,21岁的茅盾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

人”孙毓修
[1]
。茅盾的才华深受孙毓修赏识,他主动邀请茅盾一起编辑《童话》。从 1918 年下半年起至 1920 年，茅盾接连写了

27篇童话，辑为 17册，并以沈德鸿的真名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茅盾的童话创作是他从事文学活动的最早尝试，同时明显地

记录了中国艺术童话萌芽时期的基本风貌。 

早期的“童话”含义较广,大凡寓有幻想色彩供孩子们阅读的叙事类作品，都属于“童话”范畴。“五四”前后，童话几乎

就是“儿童文学”的同义词,两者没有严格的界限。后来，学界逐步把童话与民间故事、传说、儿童小说等文体区分开来，单指

那些具有丰富的想象、强烈的夸张、带有神奇的幻想色彩的叙事作品。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编辑的《童话》，正是早期意义上的“童

话”。当时的童话与整个儿童读物的编写情况一样，主要是模仿外国童话与改编古代传统读物，几乎没有作家独创之作。 

茅盾的童话实践,未能脱离时代的影响。他的 27 篇童话主要都是根据外国与古代的东西加工改写而成。从题材内容看，大

致可分三类。第一类是根据外国童话、寓言或民间故事加以改写，计 12篇，如《蛙公主》出自《格林童话•青蛙王子》,《怪花

园》出自《法国童话•美妞与怪兽》;第二类是根据中国古典读物改编的，如《大槐国》出自《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牧羊

                                                        
1作者简介:王泉根(1949-),浙江上虞人，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 



 

 2 

郎官》出自《史记•平准书》;第三类是茅盾的个人创作，有《书呆子》与《寻快乐》两篇。此外,尚有《一段麻》《风雪云》《学

由瓜得》《平和会议》《蜂蜗之争》《鸡鳖之争》《金盏花与松树》《以镜为鉴》等 8篇目前还不能确定出处。有研究者认为，他个

人创作的前 3篇也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创作的”
 [2]
。 

茅盾的童话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初创时期破土萌生的民族艺术童话的特色，以新的形式与新的内容给《童话》丛

书注入了新鲜血液。茅盾童话比较注重小读者的欣赏情趣，他笔下的童话“儿童化”特色大为增强。他的作品无论是改制或创

作，大多描写儿童生活或儿童喜爱的动物王国，人物形象以儿童为主。纯粹描写成人生活的故事只有《大槐国》《千匹绢》等出

自古典读物的 5 篇，但其中不乏丰富的幻想色彩与曲折的故事情节。将儿童形象与幻想世界直接带入童话领域，这是童话艺术

的一大进步，与晚清时期大多描写成人生活和充满说教的“儿童读物”相比，无疑是一种突破。 

茅盾的童话善于通过拟人与对比手法，来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以满足小读者的视读经验。在《寻快乐》中，作者将钱

财、勤俭、玩耍、经验这些抽象概念,全都赋予了人的性格、人的行动，鲜明的个性,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对钱财的描写:“钱

财这人，最无恒心，今天和张三相好，明天便和李四相好。加之世人没有不喜欢他,他的交往极多，更不能常在一人身边。”寥

寥数语，妙趣横生，巧妙地写出了钱币在人群中广泛的流动性,读之使人忍俊不禁。 

茅盾童话为儿童读物的改编提供了新鲜经验。对于古典读物的改编，茅盾着眼于思想性，努力选取那些有益于小读者思想

品行教育的材料,发掘其中的精华。这些作品都是以古人的高风亮节来陶冶儿童，宣扬“报效国家”（《牧羊郎官》）、舍己为人

（《树中饿》）、知恩图报（《千匹绢》）等传统美德。这与当时有的所谓“儿童读物”改编者只图故事热闹、不注重思想意义的状

况（如中华书局出版的儿童《小小说》一百种，有《劈罗真人》《僧道斗法》《莲花化身》等）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于外国读物，茅盾也不是一味照搬，而是大胆地对原作进行加工改制，使作品对中国儿童产生富有时代特征的教育意义。

如《驴大哥》的原材料是格林童话《布勒门镇上的音乐家》（现译为《不来梅的音乐家》）,故事叙述驴、狗、猫、鸡因不能讨得

主人喜欢，就一起逃到布勒门去当音乐家。它们在一幢房子里遇到正在偷盗食物的强盗,于是全体奏乐:驴叫、猫喊、狗吠、鸡

鸣。强盗被吓跑了，偶然的成功使四位音乐家得到了一座住房。经过改写,人物与内容基本没变，但却注入了完全崭新的主题:

驴、狗、猫、鸡在患难中互相同情、互相帮助，由原来被损害的弱小者地位，变成“能自立、能用力气换饭吃”的独立自主者。

显然，这与“五四”时期提倡的自强不息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同时也表现了青年茅盾同情被损害者与弱小者的思想倾向。从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考察，茅盾的 27篇童话，正是我们认识和研究早期童话基本风貌的宝贵文献，它记录了现代儿童文学

的拓荒者探索童话创作的深深脚印，其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中国的传统寓言,历史悠久，丰富多彩。但是,古代寓言并非是为儿童创作的。先秦寓言常是哲学家、思想家阐明自己观点

的例证和材料，或是“纵横家”游说人主、战胜论敌的一种论辩手法;先秦以后的历代寓言主要是作者用来针破时弊、宣泄怨愤

的。把寓言引入儿童文学园地,这是“五四”前后的事。1917年,茅盾从 27种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等典籍中，博览广搜，沙

里淘金,编写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上第一部专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寓言集——《中国寓言初编》，这是寓言这种古老文体第

一次走进儿童文学园地。 

现代儿童文学的初创时期,正是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时期，他与同样是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辑且一起担纲文学研究

会重任的郑振铎都十分重视神话的开发及对儿童阅读的价值。从 1924 年 9 月至 1925 年 4 月，茅盾在由郑振铎主编、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儿童世界》杂志上，接连发表了他翻译的 10篇希腊神话与 6篇北欧神话。其中 10篇希腊神话于 1925年 8月由商务

印书馆结集为《希腊神话》（儿童世界丛刊）出版，后又被收入商务印书馆 1933 年 12 月出版的“小学生文库”第一集,1944 年

在重庆重印出版。 

茅盾不但翻译了 10篇希腊神话故事，而且对每篇译作都作了精要的点评，帮助小读者理解外国神话的特点、风格与含义。

如对《洪水》的点评:“总而言之,到这时候,愈强暴愈凶恶的人们,就愈得势，善良和平的人民就愈受人欺负。都是一样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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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就分出阶级来。地上处处有战争,时时有流血,空气里都布满了杀声、哭声、叹息声，这时候,人类的生活简直痛苦极了,

不但比不上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就与黄铜时代比起来,也有天渊之别，所以叫作黑铁时代。” [3]这是希腊神话与北欧神话故事

第一次作为儿童文学读本走进中国儿童的阅读世界，而且是通过当时影响最大的《儿童世界》杂志这一平台。 

茅盾还在 20 年代出版过两部神话学研究的专著，一是《中国神话研究 ABC)(初版时署名“玄珠”)，于 1929 年 1月由世界

书局初版，系“ABC丛书”之一，分上、下册。二是《神话杂论》，于 1929年 6月初版，此书系作者研究中西神话的散篇论文集。

茅盾的神话研究，既是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早期探索与成果，同时也鲜明反映出他对中国文化所持有的民族立场:当他在欧洲神

话世界巡视了一番之后,再返观故国，比对辨析，就自信满满地认定“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这种充满

文化自信的表达，在西风劲吹的 20世纪 20年代显得尤其醒目。 

二、20 世纪 310 年代:作为左翼文坛作家与批评家的茅盾 

茅盾在 1932 年完成长篇小说《子夜》之后，又腾出时间和精力来关注儿童文学，这一阶段是茅盾继 20 年代初投入儿童文

学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从 1932年到 1936年，茅盾先后发表了《连环图画小说》(1932)、《孩子们要求新鲜》、《论儿童读物》、《对

于〈小学生文库〉的意见》(1933)、《关于“儿童文学”》、《读安徒生》(1935)、《书报述评•几本儿童杂志》、《再谈儿童文学——

评凌叔华的儿童小说集〈小哥儿俩〉》、《儿童文学在苏联)(1936)等 15 篇儿童文学文论,以一个“战斗的批评家”的姿态自觉地

站在儿童文学前沿。这些文章的内容可分为三类：一是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与发展方向，二是批评国内流行的儿童书

刊，三是介绍外国儿童文学尤其是苏联儿童文学的新景象。 

1935年发表的《关于“儿童文学”》是一篇最早探讨现代儿童文学发展史的文章,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上具有重要学

术价值。茅盾以亲历者、创建者的身份与卓杰的文学史识，第一次从“史”的角度勾勒和总结了儿童文学三十年的发展轨迹与

基本面貌。茅盾把这三十年分为三个十年：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步阶段,其特点是以“改译”外国儿童文学作为

中心内容;第二个十年是五四文学促进儿童文学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重视，译介外国儿童文学

仍是主要内容，但已由以前的“改译”转为“直译”;第三个十年有两大特点:一是作家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大幅提升，二是科学

文艺被引入儿童文学园地。向外国儿童文学学习,这是促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一文中提出了许多儿童文学史的精辟见解:“‘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五

四’时代的儿童文学是把‘儿童文学’和‘儿童问题’联系起来看的,这观念很对。记得是一九二二年，《新青年》那时的主编

陈仲甫先生(引者按:即陈独秀)在私人的谈话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他不很赞成‘儿童文学运动’的人们仅仅直译格林童话和安

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运动,大体说来,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他

是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所已经‘改编’(Retold)过的或者他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直译’。我

们有真正翻译的西洋‘童话’是从那时候起的。”[1]茅盾的这些观点已成为考察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状况的重要论断,为后起

的研究者一再引用。 

20世纪 30年代决定文学基本面貌的是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实践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

学。20世纪 30年代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面对新的社会斗争和文学思潮，作为现代文学重要一翼的儿

童文学应当采取何种态势？作为左翼文坛重要作家的茅盾在《关于“儿童文学”》《再谈儿童文学——评凌叔华的儿童小说集〈小

哥儿俩〉》《论儿童读物》等文论中，从“怎样的精神食粮才能适合于儿童的健康发展”的高度出发,系统阐明了儿童文学的使命、

功能、特征，提出了建立新型儿童文学的理论设想。 

茅盾提出儿童文学“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的价值，他赞成苏联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1887—1964)的观点，认为儿童文

学“是教训儿童的”，“给儿童们‘到生活之路’的、帮助儿童们选择职业的、发展儿童们的趣味和志向的”。这种新儿童文

学“必须是很有价值的文艺的作品”，它应当注重对儿童进行思想、认识和审美教育，“要能给儿童认识人生”，“构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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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引导儿童“到生活之路去”[1]；“我是主张儿童文学应该有教训意味。儿童文学不但要满足儿童

的求知欲，满足儿童好奇好活动的心情，不但要启发儿童的想象力、思考力,并且应当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天真纯洁,爱

护动物，憎恨强暴与同情弱小，爱美爱真。”
 [4]
儿童文学应如何把握教育性与艺术性？茅盾认为:“儿童读物即使是‘教训’的，

也应当有浓厚的文艺性;至于‘故事’‘戏剧’等完全属于儿童文学范围内的作品，自然更应当注重在激发儿童的文艺趣味，刺

激儿童的想象力了。儿童文学当然不能不有‘教训’的目的,——事实上,无论那一部门的儿童文学都含有‘教训’，广义的或狭

义的;但是这‘教训’应当包含在艺术的形象中，而且亦只有如此,这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而不是‘故事化’的‘格言’

或‘劝善文’。［5］ 

把儿童读物作为社会问题来看待,强调儿童文学必须直面现实、契合时代精神，这是茅盾儿童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

他一直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理想的具体显现。由此出发,茅盾一直关注儿童读物的质量及其对小读者的影响。1935年，茅盾在细

读了当时全国 6 家主要儿童杂志的最新二期的全部作品后，在他主持的《文学》杂志“书报述评”专栏内发表了《几本儿童杂

志》一文。茅盾从每篇作品的实际出发，以对儿童的影响和儿童的接受能力、阅读兴味为标准，运用思想和艺术相统一的批评

原则，具体评析了这 6 家儿童杂志的办刊宗旨、作品质量、各自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就提高刊物质量与建设儿童文学提

出了自己的见解。茅盾呼吁儿童文学工作者应按照少年儿童的“脾胃”为他们提供“够丰富的多方面的知识”“培养他们的文

艺的趣味”，用以提高鉴赏能力，抵制“有毒的旧小说”的侵害。
［5］

 

茅盾以一个“战斗的批评家”的姿态，曾多次尖锐地批评了 30 年代儿童读物存在的弊端:低幼读物粗制滥造,缺乏创意;高

层次读物依赖翻译,文字欧化，沉闷难懂,这就给那些格调低下的迷信、通俗读物提供了可乘之机。［6］儿童文学的内容“千万请少

用些舶来品的王子，公主，仙人，魔杖,——或者用什么国货的吕纯阳的点石成金的指头，和什么吃了女贞子会遍体长毛，身轻

如燕,吃了黄精会终年不饿长生不老”之类的热昏的胡话，而应当“吹进了现代的新空气，使成为我们现代合用的新东西”。［1］

他热切地呼吁儿童文学必须扩大作品的题材范围，从“宇宙的起源”“人类怎样征服自然”到“地球上各种人民生活状况”以

及“太平天国,义和团，鸦片战争”等,都应纳入儿童文学的创作范畴,拓宽小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思维空间。［7］ 

很显然,茅盾提出的新型儿童文学已经是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雏形，在理论上把 20 年代文学研究会坚持的帮助儿童“认识

人生”的儿童文学观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些意见，对于推进 30年代儿童文学，追踪时代潮流，引导少年儿童直面社会人生有

着重要意义,也是促进新型儿童文学建设的理论蓝图。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茅盾的儿童文学创作十分注重题材的选择和对小读者精神生命的提升。1936 年茅盾接连写了《少年

印刷工》《大鼻子的故事》《儿子开会去了》等作品，成为 30年代儿童小说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茅盾将这些小说的背景都置

于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而其上线则伸展到“一•二八”上海事变。战争使大批儿童失去家园和父母,也使大批儿童

失去读书机会与小康生活，前者的典型是少年印刷工赵元生，后者的典型是上海滩流浪儿大鼻子。 

随着时代进展,我国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由“五四”前后以欧洲为主，逐渐转变到 30 年代以苏联为主。努力汲取苏联儿

童文学的新精神，这对于 30 年代中国儿童文学无疑是必要与正确的。茅盾对苏联儿童文学一直满怀热忱,1936 年他写了《儿童

文学在苏联》［8］的长文，旨在向中国文坛传播有关苏联儿童文学建设的最新进展与变化。文章着重介绍了苏联举国上下重视儿童

教育与儿童文学的情况，苏联儿童文学的出版现状,苏联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大会”所做的工作,儿童文学界重视“神幻故事”

的编写译介，动员作家为孩子们写作，建立起作家与小读者的密切联系，儿童剧院与儿童剧的发展等。茅盾动情地写道：“世

界各国儿童读物之销数恐怕没有比苏联再大的了。这自然一方面因为苏联的儿童普遍的享有阅读的权利,（别国只有少数的有钱

人家的儿童才可以‘享用’这些‘奢侈品’）而另一方面也因为苏联的儿童是‘很不寻常的读者’。他们是罕有的勤奋，他们极

要读得多。”苏联作家协会号召“苏联的最好的作家应得同时为了成人也为了儿童而写作。应得有讨论儿童文学的特殊的集会，

应得建立儿童读物作者与儿童读者之间的经常的联系”。 

茅盾此文写得热情洋溢，他借用苏联著名作家马尔夏克的话“苏联儿童的此等需要,就反映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成长以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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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巨大成功”，表达了茅盾对创造中国儿童新生活与新儿童文学的憧憬和期望。 

1946 年茅盾翻译了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卡泰耶夫(1897-1986)的中篇儿童小说《团的儿子》，这是苏联儿童小说的代表作

之一，曾获 1945 年斯大林文艺奖。这部小说从正面反映苏联反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塑造了 12 岁的男孩凡尼亚在残酷的战

争中从流浪儿成长为红军小战士的动人经历。茅盾的这部译作，列入“中苏文化协会文学丛书,,,1946年 10月由万叶书店出版，

引起了热烈反响。茅盾在“译后记”中结合《团的儿子》，提出了儿童文学的文艺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团的儿子》是一

部新型的儿童文学,是配合了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政治要求的一部卓越的儿童文学。向来有一种‘理论’，以为儿童文学是应当

远离政治的,但在苏联，这种‘理论’早已破产了，而《团的儿子》则是最新的又一例证。”茅盾认为中国作家应当借鉴苏联作

家的经验，也拿起笔来,写一写“象《团的儿子》那样的凡尼亚型的孩子”，因为中国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中，“明明有过‘孩

子剧团’‘新安旅行团’，八路军的‘小鬼’——这些现实的但又具有‘传奇色彩’的适合于儿童心理的‘小书’题材”。他确

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中国的《团的儿子》产生的,因为既有此活生生的现实，迟早必将反映到文艺。”［9］ 

1946 年底至 1947 年 4 月，茅盾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前往苏联访问。在访苏期间,他特别关注苏联的儿童教育与儿

童文学,参观访问了苏联《儿童真理报》社和儿童宫，与苏联著名儿童文学家马尔夏克会面交谈。苏联之行使茅盾对苏联儿童文

学有了更深入的直观了解，回国以后，接连写了《儿童诗人马尔夏克》《莫斯科的儿童团》《马尔夏克谈儿童文学》《儿童宫》《儿

童真理报》《苏联的儿童真理报》等访谈与散文。20 世纪 30-40 年代,像茅盾那样对苏联儿童文学进行持续翻译介绍的作家是不

多见的，茅盾希望中国儿童文学能从苏联那里得到新的精神与借鉴，因为他认为“苏维埃的儿童文学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全新

的儿童文学”［10］。 

三、20 世纪 50—60 年代: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与文化部部长的茅盾 

20 世纪 50 年代初，毛泽东主席批示了一份高度重视儿童文学的文件，促使中国作家协会、团中央、文化部以及出版部门,

齐抓共管儿童文学。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茅盾在 1956年作协理事会所作的报告《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中高度评

价这支“青年创作者”群体，他们多数来自“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他们是不同于上一代作家的直接扎根于社会

基层、生活在第一线的新生文学力量。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杰出儿童文学作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快速出道、起飞的。 

1956 年的“六一”儿童节，中国第一座专门为少年儿童演出的剧院——中国儿童剧院，在北京成立。茅盾以文化部部长的

身份,在中国儿童剧院成立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要求文艺界与戏剧界都来重视儿童戏剧的工作，“和少年儿童交朋

友”“同时培养出新的儿童剧的作家”。茅盾批评那种认为搞儿童戏剧当不了莎士比亚的观点。实际上，“在世界文学领域里

却出现过安徒生这样杰出的大师，苏联文学中也曾有过马卡连柯和盖达尔这样光辉的名字”。茅盾认为“从事儿童戏剧，要有

丰富的学识，高尚的品德，要像教育家那样懂得各种各样的孩子的心灵，而且还必须是艺术家”。因为“儿童文艺比任何种类

的文艺更要求艺术性和技巧”，“要把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深刻的真理,通过最浅显易懂的有趣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没有敏

锐的艺术感觉，没有纯真的‘童心’，就不能做到这一点”！［11］本色其人，斑斓其文。茅盾的这篇报告，闪耀着一位经典作家与

作协领导对新中国儿童文化与儿童文学的美学期待与担当,同时反映出 20世纪 50年代儿童文学欣欣向荣的早春气象。 

1960 年由于文坛对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童心论”的批判，使得儿童文学的“成人化”现象愈演愈烈。这一状况引起

了茅盾的高度关注与忧虑。1961 年 3 月，茅盾“向文化部出版局借阅了六。年全年和六一年五月以前出版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

和读物”，同时还阅读了有关 1960 年批判陈伯吹“童心论”的大部分争辩论文。茅盾在此调研基础上，于 1961 年 6 月写成长

达 18000多字的《六零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首刊于《上海文学》1961年第 8期。茅盾在文章一开头就直截了当地指出,u1960

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热烈的一年”，但也是“创作歉收的一年”。茅盾尖锐地批评说，这些作品“绝大部分可以用下

列的五句话来概括: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造成当时儿童文学这种局面的原因固

然是多方面的，如儿童诗“大都‘脱胎’于 1958、1959年盛极一时”的由“豪言壮语”堆砌的“新民歌”，但主要原因，则“牵

连到 1960年所进行的少年儿童文学理论的争论”，即批判陈伯吹的“童心论”，“这一场大辩论（几乎所有的中央级和省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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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刊物都加入了）,有人称之为少年儿童文学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六零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既有切中肯紫的宏观评

述，又有对具体作品的细致分析;既体现了茅盾直面现实、敢于揭露矛盾的理论勇气与清醒目光，同时又有他曾经长时期地参与

过儿童文学创作的丰富经验与对儿童世界深入理解的真知灼见，因而是充分说理的、艺术的、真诚的批评。 

20世纪 60年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动态一直牵动着茅盾的心。1963年 10月，《儿童文学》在北京创刊，这是新中国继上海《少

年文艺》（1953 年创刊）以后的第二本纯儿童文学期刊。该刊由叶圣陶、冰心、张天翼、严文井等组成编委会,金近负责主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64年 4月，茅盾在细读了已出版的《儿童文学》第一至三期以后,兴奋地写下了《读〈儿童文学〉》

一文，对该刊的内容和变革大加点赞:“我松了口气，对自己说:这至少可以满足孩子们部分的如饥如渴的需要了。”茅盾称赞

《儿童文学》“品种多，可以满足不同年龄的儿童和青少年的需要”，“丰富多彩，有教育意义而又符合儿童的兴趣”。所谓

品种多,既指题材内容丰富，包括“一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二是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三是国际时事（同时也是无产阶级

国际主义教育）和科学知识”，又指文体种类齐全，涉及小说、散文、童话、儿歌、儿童戏剧等。茅盾又对《儿童文学》提出

了三方面的办刊建议:“在题材、体裁、风格等方面,尽量多种多样”，加强“描写新时代儿童的风貌，启发少年儿童们树雄心、

立壮志的作品”,“扩大儿童眼界（包括历史、地理、自然科学的知识），诱发儿童想象力”，“这样，我们的儿童文学就能在

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个伟大、神圣的事业中,更好地尽其应尽的一份力量”。[12] 

茅盾对儿童文学的关心、扶持可谓用心良苦,对存在的偏差、问题既严肃批评又谆谆善诱。见到发展、成绩，就喜上眉梢，

既加以肯定，又提出要求。作为位居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与文化部部长的茅盾，他对中国儿童文学事业付出的心力,着实令人敬佩。 

四、20 世纪 70 年代:作为世纪文学巨匠的茅盾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政府职能部门和中国作家协会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努力再造儿童文学的繁荣局面。1978 年 12 月 1

日至 20日，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编辑部与《中国少年报》在北京联合举办“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茅盾、冰心、

张天翼、严文井、冯牧等 19 位作家向来自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的 47 位青年作者作了有关儿童文学的谈话与报告。12 月

17 日，82 岁的茅盾会见全体学员，作了语重心长的谈话,以《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为题，刊发于 1979 年 3 月 26 日的

《人民日报》。这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上，一位先驱者、开拓者与终生关注儿童文学的巨匠和世纪老人,对建设中国儿童

文学发出的肺腑之言与真知灼见。 

茅盾认为，儿童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规律，不是谁想写就能写好的,因为“儿童文学最难写。试看自古至今，全世界有

名的作家有多少，其中儿童文学作家却只寥寥可数的几个”。但儿童文学无论对于社会、民族、未来又非常重要，应如何繁荣

儿童文学？茅盾回顾历史，面对现实，提出了吸纳世纪初商务印书馆编制童话的合理做法、重视儿童喜爱的科学文艺与动物文

学创作等观点,同时认为需要“解放思想”，对于过去“作茧自缚”的儿童文学教育性问题以及过去批评过的“童心论”都应

“以争鸣的方法进一步深入探索”。茅盾敏锐地看到了束缚儿童文学发展的症结所在,呼吁“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也要来个百家

争鸣”。 

茅盾在 1979 年又接连发表了《对于儿童诗的期望》[13]与《少儿文学的春天到来了——为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作》，对进一

步繁荣儿童诗创作与儿童文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茅盾确信“少儿文学的题材是广大无限的,只要能解放思想，博览广搜，坚持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国少儿文学的新时代必将到来,在世界的少儿文学中占一席地”。[14]这些文章洋溢着一个世纪以来

茅盾毕生关心与重视儿童文学建设的满腔热忱和高瞻远瞩，同时也预示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儿童文学新局面的到来。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充分证明了茅盾当年的预言:中国儿童文学是大有希望的。这大有希望的前景与硕果离不开茅盾

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中所作出的独特而卓越的贡献,茅盾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应当居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7 

[1]茅盾.关于“儿童文学”[J].文学,1935,(2). 

[2]范奇龙茅盾童话选[M].成都: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1987:4. 

[3]茅盾译.洪水[J].儿童世界,1924,12(3). 

[4]茅盾.再谈儿童文学[J].文学,1936,(1). 

[5]茅盾.几本儿童杂志[J].文学,1935,(3). 

[6]茅盾.给他们看什么好呢？[N].申报(副刊《自由谈》,1933-5-11,署名“玄”. 

[7]茅盾.论儿童读物[N].申报(副刊《自由谈》),1933-6-17：署名“珠”. 

[8]茅盾.儿童文学在苏联[J].文学,1936,7(1). 

[9]茅盾.《团的儿子》[M]//孔珠海.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441-443. 

[10]茅盾.马尔夏克谈儿童文学[M]//孔珠海，编.茅盾和儿童文学.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1984：461. 

[11]茅盾.祝中国儿童剧院成立——在中国儿童剧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J].戏剧报,1956,(7). 

[12]茅盾.读《儿童文学》[N].人民日报,1964-5-20. 

[13]茅盾.对于儿童诗的期望[N].人民日报,1979-5-28. 

[14]茅盾.少儿文学的春天到来了——为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作[N].文汇报,1979-12-12. 


